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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政制要论
李 若 晖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中华政制之研究，应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内在联系入手，实现中华政制之内
在建构。中华政制的核心为舜命契为司徒的“五教”。太史克释五教实即夫妻、父子、兄弟这家内三伦，即只要家内
人伦和谐，就可化成天下。这就意味着以家为国，国家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伦理。但在周礼的政治实践中，亲情
不但未能维系国家，甚至难以维系宗族。于是孟子以五伦释五教，由父子、兄弟去血缘亲情而得君臣、朋友，由家推
及于国家与社会。整合五伦有两条进路。儒家国家以家为本位，以亲情为核心，以兄弟比拟朋友，以父子比拟君
臣，以朋友节制君臣关系，君臣以义合。法家国家以国为本位，以等级为核心，以君臣比拟父子，由此形成以君臣、
父子、夫妇为核心的家国一元化的严格等级结构。汉以后的儒学将等级内化于伦理之中，形成身份社会。另一方
面，儒学的天下为公也深入人心。体现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便是宰相制为核心的君相分权制，尤其是唐宋中书政
事堂制。天下为公的伦理承载，则是同居共爨的平民家族，正是这国家机器之下的民间自治，使普通民众得以养成
道德承担。这也正是中华政制的当代价值所在：以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为框架融摄外来思想，以分权制保障天下
为公，以民间自治培养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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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政制作为中国自生政治制度，传承数千年，
对东亚地区有着深远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政
制虽然已非现实存在，但在今日仍有文化影响与借
鉴意义。
古代对于中华政制的研究，以官制为主。近代
以来的研究则多以西方为参照。如章太炎曰：“中夏
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
政，三曰族姓无等，四曰除授有格。”［１］（Ｐ１６８）此四者
都是针对异邦而言。仁抚属国，优于西方列强之掠
夺殖民地；教不奸政，优于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族
姓无等，优于印度种姓制度；除授有格，则指科举制
优于欧洲、印度之贵族世袭。近数十年来，随着中国
政治学学科的建立与完善，学者在政治学框架内对
中国古代政制的特点与经验教训进行了若干总结。
如张晋藩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除具备世界各国政
治制度史的共同特征以外，还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而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各国的特点：１、中国政治
制度的历史经过四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从未中断，因
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２、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受宗
法制度的影响，渗入父权的观念，借助父权来加强皇
权和行政权；３、调整伦理关系与等级秩序的礼制，得
到行政法的确认而与政治制度结合；４、专制主义的
政体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制度，沿着螺旋式
上升的轨道，不断强化；５、在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封
建政权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６、围绕着君权与相
权的矛盾，中枢机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宰相制度终于
废除；７、附着于皇权的亲军和内侍，也随着皇权的膨
胀而干预祸国；８、科举与八股取士制度造成了中国
后期教育与科学技术的衰落，以及政府官吏的无
能。”［２］（Ｐ３）白钢总结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为：一是
君主专制主义，二是中央集权制，三是官僚政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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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则为：一是有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
力制衡观念，二是具有行政立法的传统，三是积累了
一整套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的经验［３］（《总论》，Ｐ３５－
５６）。章太炎主要是以西方、印度政府行政的行为与
后果为参照来凸显中夏政制之长处。近数十年对于
中国古代政制的研究，则是以西方政治学为基底，参
照西方政治制度进行研究的。一言以蔽之，现有研
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制度为参照系，这
一做法虽然在短时间内建构起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
宏大体系，但是往往忽视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
治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内在联系。本文即尝试从中国
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内在联系入
手，实现中华政制之内在建构。
一、尧典五教
中华政制的核心具于《尚书·尧典》舜命契为司
徒的命辞：“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宽。”［４］（第１册，Ｐ４４）这虽非史实，但作为经
典，仍然表述了中华政制的理想。司徒相当于后世
的宰相，《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诸子略》儒家类
小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
教化者也。”［５］（第６册，Ｐ１７２８）以为儒家之学即出于《尧
典》司徒之职守。然舜命司徒的职守却并非政治，而
是伦理。这就规定了中华政制之理想为：国家的手
段和目的都是伦理。“五教”的内涵，《左传》文公十
八年史克曰：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
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４］（第６册，Ｐ３５４）。吴
承仕解释道：“《左传》中的‘父义母慈’，父母自相对，
即是‘夫妻至亲’；‘父义母慈子孝’，即是‘父子至
亲’；‘兄友弟共’，即是‘兄弟至亲’。”［６］（Ｐ５－６）父母
的关系为夫妻，加上父子与兄弟，实为家内三伦。太
史克并认为由此就可达致“内平外成”，即只要家内
人伦和谐，就可化成天下。这就意味着以家为国，国
家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伦理。虽然一定程度的暴
力手段被允许，但是如君主当真运用暴力将被视为
君主自身的“德衰”。孔子就曾隐晦地表示，舜以禅
让得天下是尽善，武王以征伐得天下则未尽善。《论
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
矣，未尽善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韶，舜乐
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
取天下，故未尽善。”［７］（上册，Ｐ１３５）《礼记·乐记》：“干
戚之舞，非备乐也。”郑玄注：“乐以文德为备，若咸池
　　
者。”下即引《论语》此文。孔颖达疏释经曰：“言周乐
干戚之舞，非如舜时文德之备乐也。”又释注曰：“郑
之此注据异代。此经云‘干戚非备乐’，明以文德为
备，故云‘若咸池者’，下文云‘若咸池备矣’是也。引
《论语》，舜以文德为备，故云‘韶，尽美矣’，谓乐音美
也；‘又尽善也’，谓文德具也。虞舜之时，杂舞干羽
于两阶，而文多于武也。谓‘武尽美矣’者，大武之
乐，其体美矣，下文说大武之乐是也；‘未尽善’者，文
德犹少，未致太平。”［４］（第５册，Ｐ６７０）
但在周礼的政治实践中，诸侯只知有国不知有
天下，卿大夫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贼父弑君，问鼎窃
国，亲情不但未能维系国家，甚至难以维系宗族。清
儒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序》叹曰：“世卿之
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宠多，权逼主
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
几与封建等。”［８］（中册，Ｐ１２０３）
当战国诸子兴起之时，如何在家伦理之上构建
国伦理，以及如何整合二者，便是其必须回答的重大
问题。
孟子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解释
“五教”。《孟子·滕文公》上释曰：“人之有道也，饱
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
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９］（上册，Ｐ３８６）吴承仕释曰：
“孟子于旧说‘三至亲’而外，又加君臣朋友二伦，以
君臣表示不平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朋
友表示平等关系，于是社会间一切伦理，包含无遗，
而五伦说于此完全成立。”［６］（Ｐ５－６）孟子实以太史克
家内三伦为根基，由父子去血缘亲情而得君臣一伦
以建构国家，于是君臣有等级尊卑———《孝经·士
章》有谓：“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４］（第８册，Ｐ２４）；
由兄弟去血缘亲情而得朋友一伦以建构社会，于是
朋友为平等与责善。
但是严格地说，朋友的所谓“平等”并不能简单
地等同于西方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荀子·尧问》，吴起引
申公巫臣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
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１０］（下册，Ｐ５４８）这是将君
主对大臣的态度与仪节分为四等，不以君臣之礼而
执弟子礼者为最高，其次是朋友相处，再次是对等之
礼，最次者为尊主卑臣。与朋友交实际上不是在态
度与仪节上执对等之礼，而是要执礼略谦于对方。
《尚书·康诰》对兄的批评为：“兄亦不念鞠子哀，大
不友于弟。”［４］（第１册，Ｐ２０４）即以兄弟与朋友相比拟。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鸿门宴的前夜，项伯往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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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于是沛公谓张良：“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１１］（第１册，Ｐ３９４）此“兄事之”即友道。“得疑者存”，杨
倞注：“疑，谓博闻达识，可决疑惑者。”［１０］（下册，Ｐ５４８）
但由上下文来看，既无整体性也无区分性：就整体性
而言，四者皆应论君臣关系，不应此句独论臣之才
能；就区分性而言，四者所论皆应为能决疑惑之贤
臣，而非谓为师为友之臣即不能决疑惑，因此决疑惑
不能与其他三者区分。“疑”当读为“拟（擬）”，谓比
拟，即相同。《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得赐
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
跸，入言警。”［１１］（第６册，Ｐ２５１９）言梁孝王仪仗同于天
子，即此。
由是，孟子将太史克的家内三伦予以改造与扩
展，向上及于国家，向下及于社会，而以家为中心，整
合三者为一体。
① 《商君书》，蒋礼鸿《锥指》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７页。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认为《画策篇》“受韩非思想的
影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３页。
二、儒法五伦
如何将五伦整合为一，有两条进路。
儒家国家以家为本位，以亲情为核心，以兄弟比
拟朋友，以父子比拟君臣。以朋友节制君臣关系，君
臣以义合，“从道不从君”［１０］（下册，Ｐ５２９）。周礼儒学
的君臣关系，决非如后世之尊卑悬隔。吕思勉《君臣
朋友》曾言，《假乐》之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
《毛传》：“朋友，群臣也。”此古义也。可见《孟子》所
言孟献子、鲁缪公、晋平公之事，必非虚语矣（见《万
章》下）。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
矣。”（《论语·里仁》）左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
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说苑·立节》）
皆以君臣与朋友并言。然则若杜蒉之于晋平公者，
亦朋友责善之道也（见《礼记·檀弓下》。《左氏》作
屠蒯，见昭公九年）［１２］（Ｐ２４１－２４２）。吕思勉《古者君
臣之义》上又云：朋友之间，所恶者，无信也。而君与
臣之间，亦最贵信，即由以朋友之道推之也。荀息之
对晋献公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
信矣。”《公羊》美其不食言。解扬之对楚庄王也曰：
“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以而行之为利。
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受命以出，有死无陨，又可赂
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
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左氏》宣公十五
年）皆所谓贵信者也。荀息、解扬之于其君，亦犹羊
角哀、左伯桃之于其友（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引《烈
士传》），而程婴、公孙杵臼，则二者兼之者也（《史记
·赵世家》）［１２］（Ｐ２３６）。以朋友节制君臣，使君臣等
级必须基于伦理，于是伦理成为国家的结构与目的。
法家国家以国为本位，以等级为核心，以君臣比
拟父子，夫妇、兄弟都是父子的附属产物。由此形成
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家国一元化的严格等级
结构。朋友无法见容于这一结构，遂被去除。《商君
书·画策篇》云：“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
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
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①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淮南子·人间篇》：“百姓不亲，五品不慎，
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辩，长幼之序。”
［１３］（Ｐ１８９７）本于《尚书》“五品”而仅及“四伦”。但朋
友实际上无法真正去除，于是民间的会党和朝堂的
朋党便成为君主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法家国家内，
不顾及亲情的等级必须以暴力维持，但暴力不可能
公然作为国家的目的。这一外在于国家结构的国家
目的由主宰国家的君主给予。当构造国家的暴力超
出了国家结构，形成所在国的扩张，即以国家强盛为
目的，便是秦制；如缘饰以儒术，即以伦理为国家目
的，从而对国家暴力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便是汉
制。百代所行实为汉制而非秦制。
三、身份社会
汉制的真实内核，即暴力与伦理相抗衡的结果，
不是暴力的伦理化，而是伦理的暴力化。汉以后的
儒学不同于先秦儒学追求平等与责善，而是将等级
内化于伦理之中：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７］
（下册，Ｐ４９９），而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１４］（Ｐ１１５８）。
暴力与伦理的最终一致，是北魏孝文帝将游牧部落
的绝对奴仆制规定于华夏，并在唐律中得到定型与
确认。
作为秦制的起点，商鞅变法奠定了此后中国社
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学界以往多聚焦于授爵于民的
军功爵制所带来的社会流动，但是任何社会流动都
必须以相对固定的社会等级为依托。商鞅令“僇力
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
者，举以为收孥。”［１１］（第７册，Ｐ２６９６）国家强制规定农
业为民之正业，农民为社会身份的基准。其上，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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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者立功受爵；其下，不事生产，即从事商业等其
他行业及不尽力务农者贬为奴婢贱民。其本意是对
不服从者进行惩罚性政治剥夺，但后世发现使用低
权利者进行生产可获更大利益。据《史记》卷六《秦
始皇本纪》，秦始皇营骊山，“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
人”［１１］（第１册，Ｐ３３３）。二世二年冬，陈涉遣将周章等
西至戏，兵数十万。少府章邯曰：“骊山徒多，请赦
之，授兵以击之。”［１１］（第１册，Ｐ３３８）可见这七十余万人
皆为有罪刑徒。考虑到古代技术不发达，大型工程
主要靠人力，因此以刑徒营造大型工程，无疑可以将
成本降至最低。
以牺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来获取发展的方式
无法为王朝带来安定，承秦之弊的汉王朝最终求助
于儒家。董仲舒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提出
儒家之制：“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
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
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
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
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遗①，
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１５］（第２册，Ｐ５５０）董引孔子曰
见《论语·季氏》，朱熹释“均”曰：“谓各得其分。”［１６］
（Ｐ１７０）至确！此“均”决非今日所理解的“平均”，不是
每人所得完全相同，而是根据每人的身份地位各得
其所应得。
① “遗”当作“匮”，参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校补本，上册，第５１０—５１１页。
② 《唐律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６、２２６、６９、２２７、２２５、６９—７０、３４８、３４９页。
③ 所以到北齐只能限制受田奴婢的数量。《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齐清河三年定令“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
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
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
与在京百官同。”《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２册，第６７７页。
汉承秦制，个人等级身份并不固定。魏晋南朝
世家大族的特权也只是习俗性的而非法定的。真正
以法律形式定社会等级的是北魏。《魏书》卷七《高
祖纪》，孝文帝太和五年“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
条”［１７］（第１册，Ｐ１５１），正式划定良贱等级，并且将工匠
列为杂户，与奴婢同入贱籍。至唐律明确规定“奴婢
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
明文规定奴婢等同于畜产，是私人财产。唐律规定
“反、逆人家口合缘坐没官”，但同时又补充规定：“其
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正可见不是将奴婢
视为家人，而是视为畜产资财。其婚配只能“当色为
婚”，即同等身份者才能婚配：“人各有耦，色类须同。
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唐律：“诸以赃入罪者，正赃见
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息，皆为见
在）。”疏议解释“生产蕃息”曰：“谓婢产子、马生驹之
类。”可见奴婢之子的身份仍然是奴婢，家生奴世代
为奴。奴婢“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
论”。反之，“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疏议：
“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又亦防其二
心，故虽过失杀主者，绞。”②
北魏均田制规定奴婢依良受田，《魏书》卷一一
〇《食货志》，高祖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
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
良”［１７］（第８册，Ｐ２８５３）。亦即可以通过奴婢多占田地，
导致奴婢之制大盛③。唐德宗建中元年行两税法，
依户等收资产税，由于奴婢也视为资财，占有奴婢越
多也就税负越重。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
研究》指出：“在两税法下，定户等的财产同样包括了
奴婢。在占有其他资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占有奴
婢愈多，其户等必然愈高，相应地其应交纳的户税钱
也就愈多。”［１８］（Ｐ３５８）于是奴婢制逐渐转变为典身制
计佣折值以赎身。《新唐书》卷一六八《柳宗元列
传》，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改革当地风俗，“柳人以
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
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足相当，还其
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１９］（Ｐ５１４２）卖身为奴者，命
改为雇佣形式，确定佣值，待到做工积攒的佣值得以
抵偿卖身钱时，买主就必须将奴婢放还。由此奴婢
实质上转化为“雇工人”。其历史影响，一方面固然
是奴婢制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雇工人”一直未能摆
脱奴婢制的阴影。受雇期间，主仆名分例于卑幼，罚
罪比于奴婢。明律明确规定，家长对于“雇工人”，
“若违犯敎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
勿论”［２０］（下册，Ｐ８３６）。显然雇主与“雇工人”之间不
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自由雇佣”。
部分技艺杂户在明清演变为最低等的世袭贱
民，如山陕乐户、徽州伴当、宁国世仆、绍兴堕民、广
东蜑民等。这些世袭贱民的身份低于平民，甚至连
乞丐都能欺侮凌辱。叶权《贤博编》：“浙之宁、绍、
温、处、台、金、衢、严八府，俱有丐户，一名堕民，俗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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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贫。盖国初不治生理，游手游食之人，著于版籍，
至今不齿于庶民。民间吉凶事，率夫妇服役，鼓吹歌
唱，以至舁轿、篦头、修足，一切下贱之事，皆丐户为
之。嘉靖初，会稽董大贫，家巨富，有女甚美，欲嫁良
民，良民虽贫彻骨，不与为婚，婚即闾里不叙矣。”［２１］
（Ｐ３２）可见古代中国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取决于财产权
利的类西欧的阶级社会，而是政治身份高于财产权
利的类印度的身份社会。举凡政治权力、生活待遇
等都与身份相关。其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身份法成
为财产法以至刑法的基础，即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良
贱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要件，良民侵害贱民减罪，贱
民侵害良民加罪。在户籍制度上，贱民阶层专门立
有贱籍。列入贱籍即被剥夺参政权力，最为典型的
是不能参加科举，不能为官。清世宗雍正元年起陆
续开豁贱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政权的维系应基于
人的自由而非奴役。然而心中贱籍难除。堕民的贱
籍身份甚至低于乞丐，虽被开豁，却无以为业，只得
仍旧依恃讨赏的“门眷”过活。鲁迅即感慨于其童年
所接触的堕民：“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
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
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
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
端叫他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
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
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
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
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就是为了
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
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
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２２］（Ｐ２３４）儒学之“均”，既
让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属等级中获取相应生活资料，
更令每个人都必须寄生于其所属等级，无法离开所
属等级独立生存，只得竭力维护等级制度，抗拒社会
平等。
四、天下为公
另一方面，儒学的天下为公也深入人心。体现
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便是宰相制，尤其是唐宋中书
政事堂制。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政事堂者，君不
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
此堂得以议之。”［２３］（Ｐ３２０２－３２０３）明确以政事堂制度
约束君主。《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列传》载其上疏
　　
曰：“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
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
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
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
之者必天官冢宰也。”［２４］（Ｐ１１２６５）可谓对君相分权制
度的完美阐述。南宋宁宗绕开中书，以内批将朱熹
逐出临安，监察御史吴猎上奏，痛陈“事不出于中书，
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
为是轻易快意之举！”［２５］（Ｐ５１）
于是钱穆由秦汉以下政府之构成，讨论中国古
代政体之性质，认为中国有一种自适国情之政制：
“即所谓公忠不党之民主政治。‘公忠不党’者，乃超
派超党、无派无党，或虽有党派而党派活动在整个政
制中不占重要地位之一种民主政治，亦即所谓‘全民
政治’。”［２６］（Ｐ４）并且，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一种政制：
“若论中国传统政制，虽有一王室，有一最高元首为
全国所拥戴，然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
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既非王室宗亲，亦非特殊
之贵族或军人阶级。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
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
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
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
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
谓之‘直接民权’，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权。”［２６］（Ｐ６－７）
进而，钱穆因汉初帝王将相多出自平民，因而称汉初
政府为“平民政府”［２７］（Ｐ１４３）；又以“汉政府自武帝
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
之新局面”，而称昭宣元成一段之政府为“士人政府”
［２７］（Ｐ１６６）。这两者构成钱氏“全民政治”的具体历史
形式。
徐复观则对钱氏所谓“平民政府”、“士人政府”
提出批评。对于“平民政府”，徐复观说道：第一，“他
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
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
家，而不可称为豪富之家，是同样的可笑……大陆上
幼稚地史学家，以为李自成们起自雇贫农，假定他们
取得政权，便会以阶级成分改变政权的本质……这
实是与钱先生的史学，同一血脉。”第二，“所谓代表
一般平民的问题”。一个史学家应了解政治观念必
须通过政治机构去实行，“随政治机构的好坏，而自
然受到制约……秦所建立的一人专制，本是要以自
耕农及小手工业者为政权基础的；但专制这套机构
本身，因皇帝与人民的地位悬绝太远，要保护也保护
不了。何况它必然很快地腐败堕落，并使皇帝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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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骄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会得志，成为一切残毒人
民的根源”。至于“士人政府”，徐复观反驳：“我们称
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原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
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
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
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
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宣元以后的儒生多受
宦官外戚打击，“所以这是专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
府，如何可称为‘士人政府’。钱先生书中也叙述到
外戚宦官之祸，但他决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专制下
的必然产物”［２８］（Ｐ１０７－１０９）。总结徐氏的观念，可以
归结为：政府的性质应由其行为即施政来判断，政府
的行为不取决于政府人员的来源，而取决于政府机
构本身（的组织方式）。
张君劢甚且著专书《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
对钱穆之论进行全面深入批评。张君劢对钱说之总
体评论为：“吾读钱著深有所感者，其书名曰‘传统政
治’，意在探讨旧历史之真相，然其衷心所崇拜者，实
为现代西方政治。其称宰相为副皇帝者，以西方责
任内阁总理为背景者也。其称士人政府为平民政府
者，以现代人民参政为背景者也。其所以重六部而
抑九卿者，以现代西方内阁中各部为背景者也。钱
著名曰‘探讨旧历史之真相’，而实对于旧历史上吾
国之长处，为方今西方所无者，从未略举一二项……
钱著不举自己之特长，独于西方今日所争所尚者，特
造为副皇帝、士人参政之名以阴射之，实则，在名实
两方面均不相符合。其所以如此，乃钱先生内心上
之自卑感有以致之也。”［２９］（Ｐ１６３）至于钱穆“平民政
府”之说，张君劢论曰：“钱先生心中想像西方政制中
贵族平民对立之状，乃择所谓平民政治之名，以明吾
国不容贵族政治之存在。夫去贵族而代以平民，自
然为一种进步。然在吾国除至尊之皇室外，其他人
一律平等，无所谓平民非平民。如是平民云云，乃仅
为自西方政治辞典中所采用之名辞，而无其他贵族
平民对立之实质者也。”［２９］（Ｐ９１）“平民政府”必须相
对于“贵族政府”才有意义，系指在存在着贵族势力
的情形下，将贵族排除出政府，而任用平民。在中国
历史上，大概春秋战国之交可算是平民取代贵族进
入政府。严耕望详考史籍，认为秦“宗室贵族势力极
盛，大庶长尤为其领袖，时操废立之权……成公以
前，贵族权重；穆公雄才，外拓国土，内抑贵族而巩政
权，是以父子相传，位宁八世，厉公以后，贵族复强，
迄乎孝公，亦已八世；无虑皆为贵族所立所废，君权
脆弱可知矣”［３０］（Ｐ３－６）。商鞅变法之后，军功爵制
使得平民大量进入政府，导致“宗室亲贵起与客卿斗
争不遗余力，是以孝公既殁，车裂商鞅，穰侯相秦，疾
拒游士，及文信失势，贵族更乘机谋议，一切逐客
……秦史传统，君主与贵族斗争至烈，雄主以客卿为
爪牙以与贵族搏斗，贵族之势既夺，君主之威既隆，
则客卿自亦因缘得势耳”［３０］（Ｐ３）。但是由此造就的
政府，却并非平民主导的政府，仅是专制君主主导的
政府任用平民办事而已。平民没有政治背景，只能
仰赖君主的威势，哪怕身居高位，也可为君主随时去
除。张君劢云：“以云士人在各朝参加政局者，其最
大难题，莫过于与专制君主之相处，乃至与帝王有关
系人物之相处……越王勾践之于大夫文种，秦惠文
之于商鞅，人臣之生死，皆决于君主一时之喜怒而又
显然矣。及秦始皇统一天下，有吕不韦徙蜀自杀。
汉高祖威加海内，杀黥布、彭越、韩信诸叛将，固不足
怪，乃至发纵指示之功臣如萧何者，亦复投之狱中。
其他创业之主如唐太宗者，平日固倚李勣为长城，于
其临死之前，乃遗诏太子曰：‘如勣不受命，当杀之。’
宋太祖惩五代诸臣之廉耻道丧，乃立不杀士大夫之
戒，可谓得为君之体。至于明太祖之杀功臣，较诸前
代尤惨酷矣。”［２９］（Ｐ９６）
《汉书》卷八《宣帝纪》，宣帝系由平民登立为帝。
但在登基之前，“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
师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５］（第１
册，Ｐ２３８－２３９）可见汉政府并不以“平民政府”自居，甚
且忌讳以庶人为天子。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张让传：“（灵）帝
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
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
赵常侍是我母。’”［３１］（第９册，Ｐ２５３６）早年的贫穷并不
必然导致关心民生疾苦，反而极有可能导致极端的
贪婪。灵帝已是帝王之尊尚且如此，又何怪乎贪腐
横行。正是基于此，我们反思钱穆所谓“全民政治”，
平民进入政府是否必然保障政府关心平民？徐复观
的反驳显然极有道理，“陈世美现象”就是最好的证
明。一个人为了自己向上爬可以抛妻弃子，又怎能
指望如此之人为民请命呢！
至于“士人政府”，张君劢指出：“所谓士人，指读
书人或士大夫言之，政治托之于读书人，自为一种长
处。然历代以来，不读书不识字之人，占全国人十之
八九，此十之八九即为不得预闻政治之人。彼西方
国家中识字者，居十之八九，尽行使钱先生所谓间接
民主而以为不足取法，我中国十分之一之人民，得因
考试入官，而钱先生择美名以名之，曰直接民权。不
９２
知其所称许者，乃士大夫之做官权而已，何民权可言
哉！”［２９］（Ｐ９１）再进而言之，士人经由科举进入政府便
可称为“士人政府”吗？张君劢认为：“吾国由考试中
选拔之文官所造成者，为官僚政治。其人职在奉令
承教，自己无所主张，在法规之内，习于舞文弄法，上
下其手，以便自己升迁，或且奉迎长官之意，蹂躏百
姓……如是文官制，可以视同人民参政乎？可以代
替民意机关乎？盖不待辨而自明矣。”［２９］（Ｐ９３）再从
政府行政来看：“吾欲问钱先生者，所谓士人政府之
政策之预备，事先有何调查，有何报告书乎？政策之
决定，既由君主裁可，而何以立朝者各有主张乎？究
竟谁有权赞成，谁有权反对，其准绳安在？如此一国
三公我谁适从之局中，何制度可言乎？何种传统可
为后人遵守者乎？”［２９］（Ｐ１１０）
五、家国一体
天下为公的伦理承载，则是同居共爨的平民家
族，正是这国家机器之下的民间自治，使普通民众得
以养成道德承担，憧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
子修养，在科举制下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
夫阶层。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襄王述周公封建，
有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
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４］（第６册，Ｐ２５５）至少在西
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宗族拱卫国家的观念。此
后这一观念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一统六国称帝
之后，“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
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
群臣，群臣皆以为便”［１１］（第１册，Ｐ３０３）可见虽然天下
大势已由封建变为郡县，但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的观念仍然牢不可破，且并非仅仅是几个不识时务
的儒生的谬见，而是秦朝多数大臣的共识。
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再也无力授田。
“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民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格局，
不是贵族政治，不是门阀政治，也不是国家直接控制
编户齐民。唐末五代，由流民武装建立的政权不能
直接掌握土地，也就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而作
为经济上的主体力量，富民、土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
权，或者将自己的经济力量上升为政治力量，于是出
　　
现了叶适所谓的‘民与君为二’的格局。也可以讲，
这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分离的格局，或者说政治体系
与经济体系分离的格局。”［３２］（Ｐ１５－１６）宋儒往往将唐
之亡归因于世族消亡，因此救弊之法就是重建宗族。
张载《经学理窟·宗法》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
无世臣……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
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
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
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
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３３］（Ｐ２５９）正是基于这
一观念，宋儒最终构造出了有别于六朝世族的平民
宗族。在户等上，有田者为主户，无田者为客户，均
为编户齐民，身份相等。基于契约的佃农对于地主
不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避免了地主的贵族化。因
此宋以后的家族囿于一隅之土，纵使族人获致高官，
也仅仅是以个体身份入仕，其家族绝不可能成为国
家政治力量。成为宋以后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基础。
当近代国家危亡之际，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演讲三
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一节，强调：“我们想要恢复民族
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
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
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
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
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
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
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
法。”至于合群之法：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
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
和宗族团体，此外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
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
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
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再
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
很坚固很普遍的的中间社会。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
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
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
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
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
联络得多［３４］（Ｐ２３８－２４２）。
六、结语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曰：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
０３
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
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
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
道二教者……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
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
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
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
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
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
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
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３５］（Ｐ２８３－
２８４）由于汉代形成了稳定的政教体系，因此在六朝佛
教冲击之下，中华文化不但吸收了佛教精华，还在
“沙门不敬王者”与“父母恩重”方面迫使佛教让步，
退出世俗层面。此后，世界各宗教出入中华大地，只
要不碰触制度与伦理的底线，都得到宽容对待。中
华文化也得以遍采其长，熔铸伟辞。
这也正是中华政制的当代价值所在：以制度与
伦理的一致性为框架融摄外来思想，以分权制保障
天下为公，以民间自治培养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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